
安全与独立之间：现代社会的依赖与保护
———观察社会政策的一种视角

□ 王小章

内容提要 任何个体都无法完全凭一己之力去获得和维持正常的人生，在任何社会中，个
体从根本上讲都是“依赖”的；个体如果失去所有在必要时可以依靠的保护力量，他就没有安
全，而一旦他只能没有选择地单向依赖于某种特定的保护力量，他就失去了独立。 马克思分析
揭示了在传统上的个体对于小共同体的人身依附走向终结以后， 在由生产者和生产资料的分
离所造成的无产者对于资本和资本家的单向依赖下，工人之安全与自由的双双沦亡；现代社会
政策作为来自国家的一种保护，给了个体（特别是工人阶级）一定的安全，但是，由此发展起来
的所谓“从摇篮到坟墓”的福利国家体系，作为一种“保姆式国家”在很大程度上坐实了托克维
尔曾经的隐忧： 一个把一切社会事务统揽于一身的国家会让公民个体全面依附于自己而失去
独立；20 世纪 80 年代末以来，志愿结社（第三部门）成了许多人眼中治愈市场缺陷和国家（政
府）弊端、兼顾个人的安全与独立的一剂“灵药”，但实际上它的力量并不足以应对这种期待。
现代社会政策须在确保公民个体基本安全的基础上，通过多元的福利和服务安排，和对多元的
社会行动主体的培育与维护，促进公民个体的选择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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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认为， 在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
变迁中，在现代性的发展推进过程中，作为个体的
人日益摆脱了外在的依赖和束缚而获得了越来越
多的独立和自由。 齐美尔就曾说过：“如果社会学
想用一种简明的方式表达现代与中世纪的对立，
它可以作如下尝试。 中世纪的人被束缚在一个居
住区或者一处地产上， 从属于封建同盟或者法人
团体； 他的个性与真实的利益群体或社交的利益
圈融合在一起， 这些利益群体的特征又体现在直
接构成这些群体的人们身上。 现代摧毁了这种统
一性。现代……使个性本身独立，给与它一种无与
伦比的内在和外在的活动自由。 ”①表面地看，这似
乎是显而易见不言而喻的， 但事实是否如此简单

明了呢？ 实际上，只要承认，无论在何种社会形态
下， 个体基本上都无法仅仅依靠自身就能应对其
一生中可能遇到的各种危机、风险，无法完全凭一
己之力去获得和维持正常的人生，那么，相应地也
就必须承认，在任何社会形态下，个体都不可能是
完全“独立”的，都具有某种程度的“依赖性”———
这不仅仅在“三年不能免于父母之怀”的幼年是如
此，而且整个一生中都是如此———因此，都需要某
种能够在必要时给他提供保护和支持的外部力量
的存在。 所谓独立，并非没有依赖或保护，而是摆
脱某种特定形态的保护或依赖， 即表现为人身依
附或准人身依附（Attachment）的、对于个体来说没
有选择的单向依赖。 个体如果失去所有在必要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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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依靠的保护力量，那他所获得的不是独立，而
是基本安全的丧失；而没有安全，也就不会有真正
独立和自主：无依无靠、惶惑彷徨的脆弱个体只会
像慌乱的溺水者抓“救命稻草”一样去投靠任何能
够抓住的依靠，而不可能有真正从容自主的独立。
独立，是现代人的一种基本价值，安全，是人的一
种基本需要，且是真正独立的前提或基础。 那么，
着眼于公民个体的安全与独立， 现代社会该如何
一方面为公民个体提供必要和可靠的保护， 另一
方面又不使公民个体因对这种保护的依赖而失去
独立呢？ 而现代社会政策又该如何介入其中发挥
自己的功能呢？

一、 依赖的转移：马克思的分析模式

马克思曾把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进程描述为
从个体只是“一定的狭隘人群的附属物”、只是“共
同体的财产”的“人的依赖关系”的状况，通过资产
阶级“政治革命”而全面确立和肯定“以物的依赖
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 为特征的现代资产阶级
社会，进而迈向“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
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
的自由个性”、②迈向“各个人在自己的联合中并通
过这种联合获得自己的自由”的社会状况的进程。③

在马克思生活的时代， 除了最后一个阶段属于理
念的设计（事实上，直到今天也依然是一种理想），
前面两个阶段则是已经经历和正在经历的历史与
现实。 在这里，所谓个体只是“一定的狭隘人群的
附属物”、只是“共同体的财产”的“人的依赖关系”
的状况，和上面齐美尔所说的“人被束缚在一个居
住区或者一处地产上， 从属于封建同盟或者法人
团体”实际上是一个意思，也就是梅茵所说的，在
封建身份制下，个体从属于、依附于封闭稳定的传
统小共同体（或作为小共同体的象征的领主）的状
态，在这种状态下，个体受小共同体的控制约束而
没有人身自由， 同时小共同体则为个体提供一系
列必要的保护或者说庇护。在某种意义上，这种状
况与中国传统上那种个体在现实实际生活中对于
宗族或地方性小共同体的依赖、依附是类似的，尽
管在具体的制度性表现形态上有所不同（在郡县制
的大一统中华帝国没有像欧洲封建时代那样形成
明确而严格的身份制度和相应的从属关系），这是
因为，这种状况的形成，从根本上讲是与传统社会

中下述这种中外皆然的因素有关的：由于交通、通
讯技术的落后，特别是由于市场经济的不发达，传
统小共同体都处于一种相当封闭的状态， 成员之
各种需求， 其生命历程中可能遇到的各种不能凭
一己之力来自行解决的困难、危机，在无法获得来
自共同体外部的支持的情况下， 只能依赖于内部
的帮助来克服和解决，从而，个体对于这种封闭的
小共同体可以说处于一种无可选择的依赖之中。④

正是这种无可选择的依赖，构成了人身依附（封建
欧洲）或准人身依附（传统中国）的基础。

这样一种直接的人身依附无疑是一种不自
由、不独立。不过，在指出个体只是“一定的狭隘人
群的附属物”、只是“共同体的财产”这种状况的同
时， 马克思又从另一个角度注意到在传统或封建
时代所存在的一种自主性，即基于“劳动者和他的
劳动条件的所有权”之结合的、类似于“男耕女织、
自给自足”式的生产自主性。 也就是说，在现代资
本主义兴起之前，一方面，个体（或者说他的家庭）
在社会结构及社会制度上是从属、依附于静态、封
闭的小共同体的（特别是在封建制的欧洲），因而
是不独立、不自由的；但另一方面，由于存在“以自
己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也即，存在“劳动者和他
的劳动条件的所有权”之间的结合，因而，个体（或
者说他的家庭） 在生产或者说经济活动上恰恰是
自主的，借用马克斯·韦伯的话来说，存在着一种
“经济个人主义的自由”： 个人拥有独立的由私有
财产保障的活动领域，个人就是主人。⑤但是，资本
主义的兴起， 使得这两个方面都被打破了。 一方
面，传统小共同体的封闭性被打破，个体对于共同
体的人身依附走向终结， 这一过程由资本主义市
场，特别是劳动力市场（即劳动力成为自由买卖的
商品）所推动，由资产阶级政治革命完成并肯定；
另一方面， 资本主义的兴起也使得过去那种基于
“劳动者和他的劳动条件的所有权”之结合的生产
自主性走到了尽头。 马克思尤其关注劳动者和他
的劳动条件的所有权的分离， 因为它不仅联系着
传统上那种个人主义的生产自主性的终结， 也直
接导致了劳动力成为商品， 进而形成对于资本的
依赖。 在马克思看来， 这个过程实际上就是资本
“原始积累”的过程。 所谓资本的原始积累，就是
“在资本主义积累之前”的积累，即亚当·斯密所说
的“预先积累。”⑥具体说，在马克思的笔下，这是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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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与具有“形式上的公正”的市场机制无关的、
纯粹赤裸裸的抢劫行为，如强迫劳动、圈地运动、
猎奴与海盗行为、凭权势强占公产、抢劫黄金、征
服、杀戮等，而进行的资本积累。 就其本质而言，
“资本原始积累，即资本的历史起源……意味着直
接生产者的被剥夺， 即以自己劳动为基础的私有
制的解体。 ”⑦它是“劳动者和他的劳动条件的所有
权分离的过程， 这个过程一方面使社会的生活资
料和生产资料转化为资本， 另一方面使直接生产
者转化为雇佣工人。 因此所谓原始积累只不过是
生产者和生产资料分离的历史过程。 ”⑧这一生产
者和生产资料分离的历史过程， 一方面为资本主
义劳动市场带来了充足的劳动力商品：“大量的人
突然被强制地同自己的生存资料分离， 被当作不
受法律保护的无产者抛向劳动市场。 ”⑨与此同时，
也造成了无产者对于资本、 进而对于资本家阶级
的依赖，因为，他们只有通过劳动力市场实现与垄
断在资本家手中的、已经成为其“资本”的生产资
料的结合，才能维持自己（及家人）的生存。 当然，
从理论上讲， 如同劳动力要与垄断在资本家手中
的生产资料相结合一样， 资本家的生产资料也必
须与劳动力相结合才能带来“利润”，因此，劳动者
与资本家的依赖应该是相互的。但事实是，已彻底
成为无产者的劳动者除了自身的劳动力一无所有
的境况， 以及那个时代资本主义国家之劳资关系
的状态⑩， 使得劳动一方陷于无法应对任何风险
（哪怕是短时间的失业）的脆弱之中，从而在资本
面前几乎没有任何讨价还价的谈判余地， 甚至连
选择把自己的劳动力出卖给哪个资本家的“自由”
都微乎其微。一言以蔽之，资本“原始积累”所造成
的生产者和生产资料的分离， 在传统上个体对于
小共同体的人身依附走向终结以后， 又形成了无
产者对于资本和资本家的单向依赖， 或者说资本
对于劳动的控制。

二、 来自国家的保护：现代社会政策的出场

着眼于劳动者（生产者）与劳动条件（生产资
料）之关系，马克思向我们揭示了在社会的现代转
型（资本主义兴起和发展）过程中，失去了与生产
资料的直接结合而沦为无产者的个体对于资本、
对于资本家的单向依赖。在这种依赖关系中，资本
家凭借其对生产资料的占有而具有事实上的独立

性（这也就是马克思所说的“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
的人的独立性”）， 并取得了剥削奴役无产者的实
际上的“特权”，而对于无产者来说，其脱离封建制
下的人身依附关系而获得的所谓“自由”不过是虚
幻的画饼，在事实上，他们是不独立不自由的，必
须在接受资本家的剥削、奴役下讨生活。在马克思
看来，这当然是不能容忍的。 社会必然、也必须进
一步过渡到 “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
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
自由个性”的状态，即所谓“共产主义”形态。 马克
思所设想的过渡方式众所周知： 他把既有的现代
政治国家看作资产阶级的代理人， 在这个资产阶
级国家之下不可能改变无产阶级的状况，因此，必
须先通过无产阶级革命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新型
国家，也就是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国家，这
是由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过渡社会形态， 在这
个过渡阶段，国家一方面必须大力发展生产力，为
向共产主义过渡奠定物质基础，另一方面，则必须
推行一系列在今天来看属于“社会政策”范畴的对
于社会成员的社会保护、社会促进性举措，努力减
轻甚至消灭各种社会差别。在某种意义上，如果我
们将“社会主义”理解为通过国家的保护性政策和
法规消除、克服社会差别、社会不平等，那么，经典
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以及社会民主主义的区
别， 实际上在于通过社会主义国家推行社会政策
以实现社会平等， 还是通过社会政策的推行逐步
改善社会不平等从而增进国家的社会主义成分。

作为现代社会政策发源地的西方国家所采取
的，无疑是，或者说更接近于后一种方式。当然，必
须看到， 马克思主义对于资本主义社会之矛盾的
揭示以及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工人运动对于资
产阶级国家所形成的压力， 是促使现代社会政策
得以诞生和发展的重要动力， 这从现代社会政策
首先发端于劳资关系领域也可见一斑。 关于现代
社会政策的发生与发展， 通常会把起源追溯到
1601 年的 《伊丽莎白济贫法》， 而把十九世纪 80
年代由德国首相俾斯麦推行的、包括《工人医疗保
险法》、《工伤事故保险法》、《伤残和养老金保险
法》等在内的一系列旨在保护劳动者的社会政策和
社会立法，看作是现代社会政策的正式诞生。但实
际上，虽然《伊丽莎白济贫法》和俾斯麦的强制劳
工保险似乎都意在保护救济社会中的贫弱者，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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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真实的精神取向， 特别是在它们与现代资本主
义社会的关系上是截然不同， 甚至根本相反的。
《济贫法》强调院内救济，且申请救济者须以个人
的尊严、独立和自主权为代价。就像 T.H.马歇尔说
的那样：“《济贫法》不是将穷人的权利要求看做公
民权利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而是把它看做对公民
权利的一种替代———只有当申请者不再是真正意
义上的公民时，他的要求才会得到满足。赤贫的人
由于被救济院所收容，所以，他们实际上丧失了人
身自由的公民权利；同时，根据相关法律，他们也
丧失了可能拥有的任何政治权利。 ” 因此，《济贫
法》的 “总体目的并不是要建立一种新的社会秩
序（即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秩序———引者），而是要
维护现有的秩序（即封建秩序———引者）。 ”輥輯訛与此
相反， 俾斯麦所推行的一系列强制性劳动保险法
案，恰恰是要维护、稳定已经确立起来的现代资本
主义社会秩序，或者说，是要在现有的资本主义社
会制度框架之下，通过集合国家、资本家（企业主）
和工人的财力，以“国家保护”的形式保障工人在
遇到疾病、伤害、老残、死亡等等之时，能够获得基
本的保险给付，以应付危机，从而一方面一定程度
上对资本加以节制，防止它无限度地盘剥、奴役工
人，另一方面则以此遏制工人运动，防止社会主义
革命， 最终强化和巩固资产阶级国家对于社会的
控制。 对此，T.H.马歇尔也有评论：“强制性的社会
保险在三个方面是新颖的： 它涉及对工业事务的
一种新的干预类型； 在公民与政府之间形成了一
种新的关系形式； 在财政和行政方面也产生了新
的要求。 ”“这种新的制度要求工业界和政府一起
对满足工人的合理要求予以让步， 为的是使政府
和工业界在对抗工人的不合理要求时更容易一
些。 ”輥輰訛

德国的社会保险为其他西方国家提供了示
范。 从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初，继德国之后，英
国、美国、法国、意大利、瑞典、丹麦、挪威、芬兰、荷
兰等二十多个国家都推出了各自的社会保险立
法。此后，经过大萧条、凯恩斯革命、二战等一系列
历史大事件， 西方各资本主义国家进一步不同程
度地改变了国家不干预市场的古典自由主义信
念，而加大了国家的社会干预。 到二十世纪 50 年
代，尽管不同国家的政治架构、意识形态取向以及
相应的社会政策模式各有所不同， 但基本上都建

立起了被称为 “从摇篮到坟墓”的福利国家体系，
从而形成了对个体的一种全方位的“国家照护”。

三、 国家的社会政策是一种个人独立的
有效保护吗：托克维尔的分析模式

现代国家以社会政策（福利国家）为手段为个
体提供保护，輥輱訛该如何看待这种国家保护对于个体
的意义呢？无疑，应该承认和肯定这种保护对于缓
解无产者对资本的单向依赖， 对于减轻个体在资
本主义市场的各种风险面前的脆弱性所具有的正
面意义。不过，这是否意味着这种保护在给个体以
安全感的增进的同时， 也切实保护和促进着个体
在现代社会中的自由和独立呢？或者，有没有这样
一种可能， 这种由国家所提供的全方位的保护反
过来又形成个体对于国家本身的依赖？这，正是托
克维尔的隐忧。

如果说，马克思着眼于劳动者（生产者）与劳
动条件（生产资料）之关系的阶级分析模式向我们
揭示了在社会的现代转型（资本主义兴起和发展）
过程中，个体在失去了与生产资料的直接结合后，
由传统上对于小共同体的人身依附转变为对于资
本，对于资本家的单向依赖，那么，托克维尔直接
着眼于个体与他人关系的 “国家权力-个体自由”
分析模式则揭示了在社会的现代转型（平等化）过
程中， 个体从传统上由身份等级表征的对于小共
同体的依附转而变为对于国家 （政府当局） 的依
赖。 托克维尔分析指出，在封建贵族制时代，人们
生活在一个个规模有限但相当独立的、 以领主作
为象征的静态共同体中，在其中，享有特权的贵族
领主对其属民行使统治管辖权， 必要时可以合法
地使用强制； 包括领主在内的整个共同体等级分
明，每个人都有其固定不变的位置，都意识到在自
己之上有一个能够庇护他的人， 自己之下又有他
有义务扶助的人。輥輲訛这种状况显然也就是马克思所
说的个体只是“一定的狭隘人群的附属物”的“人
的依赖关系”的状况。 但是，这种状态被托克维尔
眼中一个最根本的现代社会变革趋势， 即身份平
等化的趋势打破了。 “身份平等的逐渐发展，是事
所必至，天意使然。 这种发展具有的主要特征是：
它是普遍的和持久的， 它每时每刻都能摆脱人力
的阻绕，所有的事和所有的人都在帮助它前进。”輥輳訛

平等化终结了世袭的封建贵族等级制度， 造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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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成员的不断流动， 从而也终结了建立在封建
等级制度之上的静态、稳定的传统共同体。由此造
成的一个后果，就是社会的个体化，甚至原子化：
由于没有恒久的阶级，也就没有团体精神，没有世
袭的产业， 也就没有地方的关系或是外向的目标
受到家庭情感的尊崇，于是，由于没有有效可靠的
中介，社会成员便陷于一种彼此隔绝的状态之中，
并相应地产生以自己为中心的个人主义情感。輥輴訛托
克维尔指出， 这个从传统秩序和共同体中流离出
来的个体在根本上是孤立渺小而软弱无力的，这
种软弱无力促使他们去寻求依靠，并最终将国家，
将政府当局当作唯一的 “靠山”：“在平等时代，人
人都没有援助他人的义务， 人人也没有要求他人
支援的权利， 所以每个人都既是独立的又是软弱
无援的。 ……他们的软弱无力有时使他们感到需
要他人的支援， 但他们却不能指望任何人给予他
们援助，因为大家都是软弱的和冷漠的。迫于这种
困境， 他们自然将视线转向那个在这种普遍感到
软弱无力的情况下唯一能够超然屹立的伟大存
在。 他们的需要，尤其是他们的欲求，不断地把他
们引向这个伟大存在；最后，他们终于把这个存在
视为补救个人弱点的唯一的和必要的靠山。 ”輥輵訛而
由此所造成的后果，托克维尔认为，自然而然地将
是，在无数相同而平等的、人人离群索居、对他人
命运漠不关心的个人之上， 耸立着一个负责保证
他们的享乐和照顾他们一生的权力极大的监护性
当局。 这个当局的权威将是绝对的、无微不至的。
就像父权，它愿意为公民造福，但要充当公民幸福
的唯一代理人和仲裁人。 通过满足公民的各种需
要，使他们在各方面依赖于自己，受控于自己，从
而丧失了独立的能力，甚至意志。 輥輶訛

应该说，在托克维尔的时代，这样一种作为公
民幸福唯一代理人和仲裁人的、 通过满足公民的
各种需要而使后者依赖和受控于自己的“父权”式
国家（政府当局）还不是现实，而是托克维尔的隐
忧。 但是，在后来的发展中，特别是在福利国家的
发展中，这种隐忧在相当程度上成为了现实。齐格
蒙特·鲍曼指出，现代国家自建立之初便面临着管
理恐惧的艰巨任务， 即要在旧的保护网络被现代
革命撕毁（也就是传统社会关系、传统共同体的解
体）之后，从零开始编织一张新的保护网，“现代国
家矢志发展成为‘社会国家’。 …‘社会国家’的核

心任务是‘保护’。 ”輥輷訛福利国家，可以说正是“社会
国家”的典型表现形态。而正如许多学者研究指出
的那样：“福利国家的历史发展是国家的行政权力
网络不可阻挡地扩展侵入公民社会的过程。 ”輦輮訛在
这个过程中，一方面，国家通过建立起“从摇篮到
坟墓”的社会保障和福利体系从而成为 “保姆式
国家”（Nanny state）輦輯訛,这从一个角度看，固然是国
家为个体提供了全方位的保护， 但从另一个角度
看， 则是制造了那些置身于现代社会的各种不确
定性或者说风险之中的个体对国家的全方位依
赖。另一方面，福利国家的制度安排又强制性地把
个体从各种社会关系中抽离出来而进一步个体化
了。就像贝克分析指出的那样：福利国家制度的设
计大都以“个人”为执行单位，医疗保险、养老保
险、失业救济等权益以及相应的工作要求、法律责
任、社会道德、教育培训等各个方面，不论是制度
设计还是意识形态层次，皆朝着以“个人”为基本
单位的方向发展，由此，福利国家体制在个体业已
从诸如血缘、 地缘关系等传统共同体中脱离出来
之后，进一步强制性地把个体从阶级阶层结构、性
别结构、就业体系等等的关系中抽离出来，成为别
无依傍的个体。 輦輰訛而当个体成为 “别无依傍的个
体”，国家也就成了这些个体们“唯一的和必要的
靠山”，从而进一步制造、巩固、强化了个体对自身
的依赖。

从二十世纪 70 年代末开始，福利国家体制受
到了来自左右两翼的批评和诟病。 右翼的诟病主
要集中于福利国家的“无效率”，而这种无效率的
一个突出表现就是：“福利国家所认可的要求、权
利以及工人和工会所拥有的集体权力， 等于抑制
了工人工作的动力， 或者至少不能迫使他们像在
完全市场条件下那样努力而有效地工作”輦輱訛；而左
翼的批评则主要是将这种福利国家体制看作是资
本主义招安工人、 诱使工人放弃反抗既有秩序的
一种手段。輦輲訛而还有一种批评———姑且称其为中间
派的批评———则认为福利国家所引发的 “应享权
利的革命”（即对福利权利不断趋高的要求） 导致
资本主义国家的合法性危机。輦輳訛左中右三种对福利
国家的批评显然都别有衷曲，看起来各不相同，但
实际上，只要稍稍分析一下即可发现，在这种各有
衷曲的批评背后，对一个事实的认定却是一致的，
那就是保姆式的福利国家制造和强化了个体对于

王小章：安全与独立之间：现代社会的依赖与保护———观察社会政策的一种视角

84



浙江社会科学 2021年第 6期

国家的依赖。

四、志愿结社是兼顾安全与独立的出路吗？

马克思的分析模式让我们看到在特定历史状
态下（劳动者被剥夺了劳动手段，国家是资本家阶
级的代理人等），作为无产者的个体对于资本的事
实上的单向依赖， 托克维尔的分析模式则使我们
看到在一定的社会条件下（原子化的个体，父权式
的国家或政府当局等）个体在国家（政府当局）面
前自主性、独立性的丧失。站位于今天，或者，用今
天的话来说， 马克思和托克维尔的分析模式实际
上向我们揭示了，在面对不受规制的市场，或把所
有社会事务揽于一身的国家（政府当局）时，个体
安全和独立之间所呈现的两难或者说困局。 要么
在某种保护之下获得某种安全，但须交出独立，要
么交出保护而获得某种形式的独立或自由， 但代
价是丧失安全———当然没有安全感的所谓独立或
自由只是无依的焦虑惶惑， 绝不可能是真正的独
立或自由，因此，所谓没有安全的独立，实际上乃
是安全与独立的双双沦亡， 马克思的分析模式所
揭示的实际上就是这种双双沦亡。

是不是现代社会的个体只能置身于这样一种
安全与自由不能兼得却可能兼失的困局中呢？ 如
上所述，“从摇篮到坟墓” 的福利国家体制制造和
强化了个体对于国家的依赖。 经过了二十世纪 70
年代末以后的批评和反思，西方国家开启了以“撒
切尔主义”、“里根经济学”的面目出现的对福利国
家的新自由主义改革，推动公共事业、福利供给的
市场化。 但是，这一改革却带来另一个问题，那就
是， 市场化的福利供给无法确保福利供给的普遍
性、公平性，虽然不至于再回到马克思所分析和批
判的那种状况，但是，在“用者付费”的原则下，在
市场中能力和机遇各不相同的人们在获取福利和
服务方面的差距越来越大， 特别是那些贫弱者越
来越难以获得必要的服务和安全保障。 而与此同
时，全球风险社会的来临更加剧了社会成员，特别
是那些贫弱者在各种风险面前的脆弱性、 不安全
感。輦輴訛在这样的背景下，人们越来越感到，在福利供
给或者说给公民的安全保护方面， 必须同时防止
“保姆式的国家”和“不受规制的市场”；也正是在
这样的语境下，从二十世纪 80 年代末开始，介于
国家和市场之间的“志愿结社”在福利供给和维护

个体的独立方面所能扮演的角色越来越引起重
视，从而掀起了一场萨拉蒙所称的“结社革命”。

实际上， 马克思和托克维尔也都关心有别于
国家组织和市场组织的社会组织 （如前者对于工
人组织的关注，后者对于政治结社的关注），只是，
他们更多地主要关注于这种组织的政治意义。輦輵訛而
20 世纪 80 年代末以来的所谓“结社革命”，则被
人们寄予了更加广泛的期待。在 1988年的总统竞
选中，乔治·布什曾以“千万个光点”这样引人遐想
的比喻指称志愿结社及其在应对社会紧迫问题方
面的潜力， 在他看来， 资本主义尽管存在许多弱
点，并且还有不少勇敢的反对运动，但始终没有崩
溃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就是因为有志愿部门的存
在。輦輶訛而在许多学者眼中，志愿结社，或者说以志愿
结社为基本要素的“第三部门”，同样成了治愈市
场缺陷和国家（政府）弊端的“灵药”：“许多人都将
其（即志愿部门———引者）看作是这样一个潜在的
场所，在其中，政治能够得到民主化，积极的公民
权能够得到强化，公共领域能够得到重新激活，切
合于多元需求的福利计划能够得以制定和实施。”輦輷訛

有人（M. Lyons）通过梳理有关研究文献概括总结
了非营利组织———它在实际所指上与志愿结社或
第三部门基本上是同义词———在许多研究者眼中
所具有的积极作用： 它们是政治参与的至关重要
的决定性因素； 它们在提供服务和福利方面比政
府更为有效， 并且对顾客群体的需求反应更为敏
感； 它们对于作为有效的民主和强健的经济之基
础的社会资本的再生产至为关键； 它们能够对国
家和市场力量统治的趋势起平衡作用。輧輮訛而着眼于
本文所关注的问题，则可以说，在许多学者看来，
志愿部门是兼顾、 平衡关系着个体安全的福利保
障的公平性和个体之独立性、主动性的关键力量，
或者说，它可以帮助促进公民选择（这关系着独立
自主）和公共福利（这联系着个体的安全）的结合。

志愿结社可以给个体以支持、保护，使他摆脱
原子化孤离个体的无助状态而获得一定的安全，
从而一定程度地克服市场的社会排斥效应，同时，
志愿结社的志愿性又使它有别于缺乏灵活性的科
层制国家组织， 以尊重个体的选择权而维护个体
的独立和自主。 因此， 重视发挥志愿结社的作用
无疑是应该的。但是，这是否意味着结社真的就是
一味治愈市场缺陷和国家（政府）弊端的“灵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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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是， 是否能够为现代社会中的公民个体提供
坚实有效的安全与独立的稳固支持呢？ 至少有三
个方面的原因使人们有理由对此提出质疑。其一，
结社本身需要一定的资源和结社者本身具备一定
的能力， 而这种资源和能力在社会成员中的分布
并不均匀，换句话说，并不是每个人都具备这种资
源和能力， 因此， 按照自然自发的可能性或者趋
势，在社会各阶层中，那些拥有比较充分的资源、
在社会中处于强势地位的人们更能形成自己的组
织，而那些缺乏资源、处于弱势的人们则相对难以
形成自己的组织。在西方历史上，资本家之间的结
盟要远早于工人阶级组织的诞生；在今日中国，商
会组织要远多于、也远强于真正由工人（其主体是
农民工）或其他弱势群体自己组建的组织。 因此，
那些最需要获得组织的援助以改变自身的软弱、
无知状况的穷人和其他弱势群体， 反而更难获得
属于自己的组织的帮助。 其二，从理论上讲，尽管
各种志愿性结社组织能够为公民提供各种资源和
服务，以补救公民个人之贫弱，但是，除非公民个
人本身是这种组织中的正式成员， 他并无向志愿
组织“索要”服务的法定权利，因此，对于公民个体
而言， 来自结社组织的支援和救助并不是稳定可
恃的，也就是说，结社可以支持某些个体，但不能
确保公民个人的“安全”无虞，并不是每个公民都
有权利选择志愿结社为自己提供必需的服务和支
持，尤其是对于社会中最边缘化、最疏离隔绝于社
会的那些成员。在此，国家作为最后的保障是必须
的。 其三，从实际现实看，虽然各种志愿组织在调
节分配方面有一定作用， 甚至被称为 “第三次分
配”，但事实上，这些组织在服务的提供上虽然有
其自身的优势，但是在再分配方面作用有限。有学
者研究了不少国家和地区的 NGO，发现它们在再
分配方面的作用都不那么显著， 不少国家和地区
的 NGO 的活动经费都主要来自政府 ： 香港的
NGO 百分之八九十的经费来自政府，欧洲的 NGO
也同样，美国似乎是个例外，但也有一半左右的钱
来自政府。輧輯訛也就是说，仅从经费而言，志愿部门本
身也不是独立的， 一个本身并不完全独立的组织
或部门， 如何可能为公民个体———无论是组织内
的还是组织外的———的独立提供坚实的保障呢？輧輰訛

而从上述三个方面可以看出， 国家必须作为公民
个体安全与独立的最后防线。

五、结论：关键是选择的多样性

如本文开头所言，从根本上，人类个体无法仅
仅依靠自身应对其一生中可能遇到的各种危机、
风险， 无法完全凭一己之力去获得和维持正常的
人生，因此，在任何社会中，都需要某种能够在必
要时给他提供保护和支持的外部力量的存在，失
去这种可以依靠的力量，也就没有安全，而没有安
全，也就没有真正的独立。 因此，人在任何社会中
都是依赖的，所谓的独立，只不过是摆脱像幼儿依
赖父母这样的没有选择的单向依赖，即依附；或者
说，所谓独立，只意味着，尽管从根本上你的正常
生活还是依赖于别人为你提供必需的支持和服
务，但是，你有权利和机会去选择由谁来为你提供
这些必需的支持和服务。 社会交换理论大师彼得
·布劳就曾指出，人们对报酬性资源（服务）的选择
性越小，有价值的资源（服务）的提供者所得到的
服从就会越多輧輱訛，也即，资源（服务）的接受者越没
有独立性。 选择的权利和机会是公民个体独立的
关键。个体在其只是“一定的狭隘人群的附属物”、
只是“共同体的财产”的“人的依赖关系”下是不独
立的，因为他没有选择地依附于特定的“共同体”；
工人在除了自己的劳动力之外一无所有的古典资
本主义时代是不独立的， 因为他在事实上没有选
择地单向依赖于资本对他的雇佣；在“保姆式的国
家”之下个体是不独立的，因为统揽一切社会事务
于一身的当局会大大缩小个体的选择机会， 从而
制造个体对自身的单方面依赖； 志愿结社或第三
部门不能确保个体的独立，因为，它们本身就不是
完全独立的，并且，并不是每一个公民都有权利和
能力选择它们为自己提供必需的支持和服务。

既然在任何社会形态下， 个体从根本上都需
要依赖于他人的支持和服务， 所谓独立只不过意
味着有权利和机会去选择由谁来提供这些必需的
支持和服务，那么，从社会政策的角度，该如何兼
顾公民个体的安全与独立呢？ 笔者以为以下两点
非常重要：

第一，作为社会政策主体的国家（政府）必须
承担和发挥财政兜底的责任和功能，也即，必须为
着眼于满足每一个公民之基本需要（need）的再分
配提供财政保障， 公民则基于正当权利享有这种
由国家（政府）提供的保障，从而获得基本的安全

王小章：安全与独立之间：现代社会的依赖与保护———观察社会政策的一种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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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与此同时，在具体福利保障和服务的制度体系
的安排上， 则要尽可能形成允许公民个体自由选
择的多元保障和服务体系。 笔者曾以我国社会保
障的两大最基本的内容为例分析认为：“无论医疗
保障还是养老保障，目前在我国各地，其现状均是
多种缴费和享受水平不等的制度并存，而且，这种
多种制度并存的状况在较短时间内还没有条件彻
底改变。在这种情况下，公民个人基于对自身客观
经济状况和实际需求的理性考虑而自由选择加入
何种保障体系就显得非常重要。也就是说，每个具
体的公民进入何种保障系统， 应该建基于个人的
自由选择权之上， 而不是建基在 （户籍） 身份之
上。 ”輧輲訛虽然自笔者说这番话至今已过去了十年，我
国的社会保障政策已发生了不少变化，但是，这番
话的基本精神笔者以为迄今依旧是适用的。 质言
之，在社会政策的基本取向上，国家（政府）应该确
保安全，立足公平，兼顾自由。

第二，国家（政府）必须承担责任，但这并不意
味着它要将关系公民安全和福利的所有社会事务
统揽于一身。 恰恰相反，诸如社区、社团（志愿结
社）等多元社会行动主体的存在是至关重要的。有
学者指出，美好的生活必定是一种自主性的生活，
但假如可供一个人选择的生活机会非常有限，那
么就很难想像他能拥有多大的自主性， 而诸如社
区、 社团等多元生活行动主体的存在则为公民个
体提供了丰富的选择机会。 輧輳訛而英国 “结社民主
论”者保罗·Q·赫斯特更是明确认为，国家在为公
民维持共同的最低标准和应享权利的同时， 还必
须通过诸如提供经济补助、 营造有利于分散福利
和公共服务的法律环境等手段，来审慎地、但又主
动地扶持各类社会组织。赫斯特还认为，为了维护
公民个体的自主、独立，同时也为了提高福利供给
和服务的有效性，国家（政府）应该坚持“辅助原
则”，即个人首先要对自己负责，在个人无法解决
的时候，可以通过自愿合作来解决共同的问题；在
自愿合作无法解决的时候，才需要强制，即公权力
的介入；而进入公权力的范围之内，也应当由较小
的共同体承担解决共同问题的责任； 只有在下层
共同体需要更高一层支持的时候， 更高一层才能
予以干预，个人、社会、国家乃至国家内部各级政
府之间形成递升的辅助关系。 輧輴訛

总而言之，现代社会政策的立足点，是在为公

民个体提供保护、确保其基本安全的基础上，通过
多元的福利和服务安排， 和对多元的社会行动主
体的培育与维护，促进公民个体的选择权，而不是
像当年伊丽莎白《济贫法》那样，通过所谓的保护
来置换受保护者的自由与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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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tonomy of law.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intelligent technology and law offers the possibility for further con-
sideration of traditional legal thinking and legal issues. Rethinking the autonomy of law in a new context fa-
cilitates a deeper understanding and anticipation of the function and role of law as a social phenomenon after
it incorporates technological content. Such an understanding will help deal with emerging legal relations and
problems， with science in law and law in science. Concepts and practices such as intelligent networks，
blockchain， smart contracts， data spaces， algorithms， etc.， are to a certain extent characterized by autono-
my. The laws that regulate them are， to some extent， also autonomous. If the autonomy of law in the absolute
sense is only an ideal or even a myth， then the autonomy of law in the relative sense is not unattainable and
cannot be ignored.

Key words： autonomy of law； intelligent technology； relative autonomy； data space； systemic jurispru-
dence； code as law

The Autonomy of Law and Its Methodological Function
Chen Jinzhao

（East China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Shanghai 201620）
Abstract： The autonomy of law is the classical problem of jurisprudence. However， in the nearly one

hundred years of western jurisprudence， this concept has been criticized and dispelled by Anti-foundational-
ism jurisprudence， and then lost its function as a concept of thinking with rule of law in the discourse sys-
tem. Due to China’s lack of systematic research on the basic propositions of the establishment and realization
of the rule of law， this has led to the autonomy of law being submerged in many relational speculations. The
autonomy of law is a concept fictionalized by jurists， which refers to the ideology of the rule of law that hu-
man or fictional subjects need to uphold when competing with factors such as law and context in the process
of thinking and making decisions. Its core is to advocate the autonomy of legal decision-making. Both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way for thinking with rule of law， and the function of the discourse of rule of law and the
legal methodology require the concept of the autonomy of law.

Key words： autonomy of law； discourse of rule of law； logic of rule of law； legal method； legal inter-
pretation

Defending the Autonomy of Law： Context， Meaning and Paradox
Zhang Wenlong

（East China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Shanghai 201620）
Abstract： The modernity of law and its idea of the rule of law demand to defend the autonomy of law.

In the context of Chinese jurisprudence， the autonomy of law is like the riddle of the Sphinx. For the ques-
tion on what the rule of law is， there have been three major debates in the field of Chinese jurisprudence.
They are the debate between legal transplantation theory and local resources theory， judicial professionalism
and judicial popularism， and the doctrine of law and social sciences of law. The autonomy of law is discussed
in these three debates at different levels， i.e.， the legal rule level， the administration of justice level and the
legal argumentation level. However， these debates have repeatedly concealed the question on the autonomy of
law.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ystems theory of law， the autonomy of law is premised on the differentiation of
the legal system， which includes three dimensions， i.e.， the temporal dimension， the social dimension， and
the material dimension. The temporal dimension refers to the closedness of legal operation. The social dimen-
sion refers to the reflexivity of the institution of law. The material dimension refers to the identity of the legal
system. Therefore， the autonomy of law is based on the closedness of legal operation， the reflexivity of the
institution of law and the identity of the legal system. Swinging between myth and reality， the problem of the
autonomy of law become a paradox. In this regard， the systems theory of law puts forward the distinction be-
tween self-description and external-description， and this distinction is regarded as the condition to unfold
the paradox of the autonomy of law. Based on this distinction， the description of the autonomy of law by legal
theory belongs to the self-description of the legal system. Therefore， regarding the paradox of the autonomy
of law， legal theory must undertake the task of deparadoxization. At the meanwhile， this task reveals that the
function of legal theory is to reflect on and defend the autonomy of law.

Key words： autonomy of law； modernity of law； riddle of rule of law； legal paradox； systems theory of law

Between Security and Independence： Dependence and Protection in Modern Society
———A Perspective of Observing Social Policy

Wang Xiaozhang
（Schoo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Hangzhou Normal University， Hangzhou 311121）

Abstract： No individual can achieve and maintain a normal life only by himself. In any society， ind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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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duals are fundamentally “dependent”. If an individual loses all the protective forces he can rely on when
necessary， he will not be safe. Once he has no choice but to rely on a certain protective force， he will lose
his independence. Marx’s analysis reveals that after the traditional individual’s personal attachment to the
small community comes to an end， the workers’ safety and freedom（independence）are both destroyed under
the proletarian’s unilateral dependence on capital and capitalists caused by the separation of producers and
means of production. Modern social policies， as a kind of protection from the state， given individuals （espe-
cially the working class）a certain degree of security. However， the so-called “cradle to grave” welfare state
system become a “nanny state”， in which Tocqueville’s worries have largely come true： A state that con-
centrates all social affairs on itself will make individual citizens fully dependent on itself and lose their inde-
pendence. Since the end of the 1980s， voluntary associations have become a “panacea” in the eyes of many
people to cure the defects of the market and the disadvantages of the state （government）， and to combine
the safety and independence of individuals. But in fact， the strength of voluntary associations is not enough
to meet this expectation. On the premise of ensuring the basic security of citizens， modern social policies
should promote citizens’ right of choice through multiple welfare and service arrangements， and the cultiva-
tion and maintenance of multiple social actors.

Key words： dependence； protection； social policy； choice

From Revolution to Reform： “The Governance of Rural Elite”
and Its Action Ethics in the Change of Political Discourse

———Interpretation Based on “Validity-Legitimacy” Analysis Framework
Jiang Fangbing

（Party School of CPC of Hangzhou Municipal Committee，Hangzhou 310024）
Abstract： In 1929， Liang Shuming made an analogy of “iron hook” and “tofu”， which vividly described

the dilemma that the National Government at that time forcefully embedded itself in the countryside and fell
into the involution of governance. It provided us with a lot of space for thinking and imagination to explore
the problem of “how the rural society can be effectively governed under a unified system”. Based on this， this
paper constructs four ideal classification schemes of “the governance of rural elite（gentry）” under the ana-
lytical framework of “validity and legality”. That is， the good governance（high legality-high validity）， the for-
malization（high legality-low validity）， the disorder（low legality-low validity）， and the gray blackness（low le-
gality-high validity） of the governance of rural elite （gentry）. According to this classification scheme， in the
historical change of political discourse from “revolution” to “reform”， an in-depth study of the action ethics
and evolution of “the governance of rural elite” can obtain a sense of the regularity of rural governance： the
key to effective governance of rural society does not lie in the existence of nominal “rural elites”， but in the
formation of an effective interest communication and balance mechanism between state power and rural soci-
ety. This also means that in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attention should be paid to
reconstructing the “middle layer” between the state and the rural society， especially to the modern transfor-
mation of the rural strength， and actively cultivate the social forces such as “new rural elite”， so as to give
play to their unique and important role of resource link， communication and coordination.

Key words： political discourse； the governance of rural elite； validity； legitimacy； action ethics

From Embedding， Drifting， to Integration：
on the Process of Migrant Workers Urban Integration

Li Hong
（Ningbo University of Finance & Economics， Ningbo 315175）

Abstract： The urban integration of migrant workers involves the social reform with the largest popula-
tion， the widest scope， the most profound influence and the most diversified forms. It is closely linked with
economic development， industrialization and urbanization in China’s rural areas， and with the reformulation
of social policies. This paper， with the social development period and the time of the formulation of major
policies as the standards for classification， takes migrant workers’ employment， citizen treatment， identity
shift， cultural assimilation， and group harmony as factors to analyze the content， features， and evolution of
migrant workers’ urbanization， which is divided into three development stages： “embedding”， “drifting” and
“integration”. In addition， the author probes into the motives， intentions， and individual choice in migrant
workers’ urban integratation， thus helping the government and the society have a clear and thorough under-
standing of the specialty， complexity， and difficulty of urban integration. This study sheds some light on pro-
moting new-type urbanization and citizenization for migrant work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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